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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第一节 研 究 背 景

当代意义的人权保护的国际化是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开始的。它既是一
种法律现象，又是一种运动和观念。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权保护的国际化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框架和机制。

但是，这一概念的意义却非常重大。可以说，它为未来打开了尽管模糊而又

广阔的前景，可以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其他领域，尤其是从制度方面的差异、

政治与军事内容的关注中转移出来，使人们开始改变面对人权遭到践踏却

无可奈何的实践。它为国际社会以及国际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开辟了新

的道路。

国际人权法对整个国际社会以及我们的国内生活都有影响。而这种影

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法律义务、道义责任和法文化资源。

首先，国际人权法是国际法的一个分支，它包括很多有法律拘束力的规

则。现在，由于人权领域的国际法编纂比较发达，有了大量的多边人权公约

或者相关文件，所以人们谈论公约较多。不过，对于国家产生法律约束力的

国际人权法规则不仅包括国际条约规则，也包括了国际习惯法规则。虽然

国际习惯的证明问题比较复杂，但是国际习惯一经确立则对所有国家发生

效力。即使在一国没有参加有关的国际公约时，有关国际公约中所表明的

国际习惯法规则依然可以对各国发生法律约束力。所以国际习惯有着不可

忽视的意义。①法律义务是要付诸行动的，它会直接对个人、组织和社会产生

影响。

其次，作为法律文件的人权公约也会成为道义责任的渊源。人权法和

① 而国际人权法中哪些属于对各国均具有一般效力的国际习惯法，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标
准。国际权威机构，如联合国国际法院提到的人权国际习惯法内容大都与集体权利有关，如禁止灭
绝种族、禁止奴隶制度、禁止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等。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人权思想本身都有其深刻的人文内涵和道义基础，国际人权法实施过程中

的舆论影响、道德评价都会使其发生超越法律规则的效果。因此，在国际人

权法中，《世界人权宣言》等重要联合国决议的影响甚至超出一些国家间公

约的影响。在社会生活中，常常会出现对人权公约具体条文并非依据法理

的任意引用，而不问具体的法律程序。换句话说，公约是否生效，对相关国

家是否构成约束，相关国际公约是否可以直接发生效力而被据以主张权利

被置之度外了，相关的引用更多的是在道义上发生影响和作用。① 法律是法

律价值的载体，在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是有道德的。国际人权法所彰显的人

权理念是法治的价值目标之一。

第三，作为法文化资源，它意味着，国际人权法是各国实行法治重要的

法文化资源。国际法提供一种国际社会的法律共识，或者说共同标准。如

果说借鉴某一国家的法律经验，是借鉴某一外国的先进经验的话，那么对国

际法尤其是国际人权公约的参考，则是对国际社会某种意义上的共同文明

成果进行的借鉴。国际人权法的各个公约可能是区域性组织在其地区层次

上达成的若干国家的共识，也可能是世界范围内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协调

下通过国际会议等达成的共识，它们是在各国代表，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参

与和影响下达成的，反映各种法律观、文化观交流与碰撞的结晶，往往是最

低标准或者共同目标。作为一种法律资源，一个国家即使未参加某个公约，

也可能参考或借鉴公约的有关规定。例如，中国劳动法学者贾俊玲就曾提

出，虽然中国不是有关公约的参加国，但在中国社会保障的立法中，国际劳

工组织的公约和建议书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②

可见，国际人权法的意义和影响要远远超过一般的国际法规则。

龚刃韧教授指出：“国际法作为以国家为基本主体的法律，通常的情况

是使国家同时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然而，与国际法其他领域相比，国际人

权条约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这就是一方面直接将义务施于国家，另一

①

② 贾俊玲：《中国社会保障与人权》，载白桂梅主编：《国际人权与发展：中国和加拿大的视
角》，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９６页。

２００２年７月２４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个决议案，认为中国政府违反《公民权利和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负责人则发表谈话予以回应，认为，中国政府根据中
国宪法、刑法等行事，完全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关于“人人固有的生命权⋯⋯应受
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等规定。虽然中美两国都知道，中国政府并没有批准《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因而并不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但是，将这作为道义指责和辩护的依
据，却仍然具有影响。中新社北京２００２年７月２５日电，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ｌｕ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０２０７２６／
１／１９５９．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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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却又通过国家将个人的权利保护问题提到国际层面上来。这样就发生

了主权权利义务的分割与变化。这对当代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

影响。”①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分割与变化？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联合国首任人权司司长，国际人权法的元老约

翰·汉弗莱（ＪｏｈｎＨｕｍｐｈｒｅｙ）认为，由于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国际法“不仅在
内容上正在更新，而且它的特点和构成也在发生变化。就其特点而言，它曾

是水平式的，因为它只是规定国家间的关系；现在它是垂直式的，因为它延

伸到了作为个人的男男女女。从现在算起１００年以后，当历史学家就２０世
纪的国际法著书立说的时候，他们就会说，这个体系的这些历史发展是最重

要和最彻底的。”②

对于国际人权法新发展产生的影响，中国学者的认识则更为谨慎一些。

比如，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人权保护国际化的深入，西方学者大多

主张个人是国际法的主体。中国学者曾长期拒绝承认这一观点，直到最近

几年这种态度才有所改变。又比如，有学者谨慎地认为：“个人或公司（法

人）一般不是国际法主体。”③ 也有学者提出，随着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在个

人成为国际法主体之后，国际法即开始了从平面的法向立体的法的转变，国

际法不仅调整横向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也调整纵向的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

系，从而，使国际法深入到传统上属于国内法所调整的领域。这被称为“平

面国际法与立体国际法并存”。④

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人权法的确有了引人注目的发展，并对国际法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国际人权法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垂直式的特征？国际法

调整的对象及方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这些都

是需要认真思考并加以具体论证的问题。与之密切相关的就是国际人权法

的实施机制，以及与之伴随的国家义务问题。

其实，对于这些问题并非所有的学者都持乐观的态度，正如美国学者杰

①

②

③
④ 车丕照：《法律全球化与国际法治》，载高鸿钧主编：《清华法治论衡》第三辑，清华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３２—１３３页。

曹建明等主编：《国际公法学》，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７２页。

ＪｏｈｎＨｕｍｐｈｒｅｙ，ＮｏＤｉｓｔａｎｔ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ｏｆ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
ＵＮＥＳＣＯ，１９８９，ｐ．２０３．

龚刃韧：《关于国际人权条约在中国的适用问题》，载夏勇主编：《公法》第一卷，法律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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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唐纳利所说：“现存的国际执行机构和强制执行性机制的软弱性得以使

国家主义者认为把人权问题掺和到外交政策中仍然违反基本的不干涉原

则。”他指出，“事实上，人权实践无论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这样的多边场合

还是在双边场合中，受到责难的大部分国家，都明确地持有这样的观点，即

使当它们非常想讨论别国的人权问题时也是如此。”①

国家在国际法上所承担的国际人权法义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实质

性的义务，就是在国内为实现公约所规定的人权而采取的具体措施，作为或

者不作为的义务；另一类是程序性义务，即为保障这些人权公约的实施而产

生的和国际监督与合作相关的一些程序性要求。前者的实现主要是由国内

法来调整的，有赖于缔约国在国内的努力。后者主要涉及建立公约国际实

施监督机制的问题。

在联合国框架下，国际人权法的权利体系日趋完善，而其实施机制却还

不尽如人意。将公约为个人所规定的实质性权利与国家所承担的程序性义

务相比较，就会发现它们之间不对称的特征。《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

公约》就可以典型地说明这一点。笔者认为，从程序性义务的角度看，一种

垂直性的机制还远未建立。准确一点说，国际人权公约的实施机制只能说

是存在一种朝着愈加垂直的方向发展的趋势。

这种趋势当然意味着对缔约国主权的限制，或者说主权国家向国际社

会做出进一步的权力让渡。但这并非简单和顺利的过程。在改进和发展更

为有力的人权国际实施机制的实践过程中，只有抓住两者互动的主线及其

规律，才可能说明相关程序和步骤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第二节 研究意义和方法

由于与国内法相比，在法律主体、法律渊源、立法过程和法律实施等方

面的区别，国际法向来被视为弱法或原始状态的法。因此，国际法存在实质

性义务与程序性义务的不对称性，似乎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但是，需要考

虑的是，与一般国际法不同，国际人权法并不是基于国家之间的“互利”产生

的，并且不是事务性的国际合作安排，而是为国家内部的个人规定的权利，

① 〔美〕杰克·唐纳利著，王浦劬等译：《普遍人权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版，第２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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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权利的实现又需要包括国家在内却又不限于国家的广泛社会参与，

它的国际程序性义务更加复杂，已经构成一种国际机制。①

这种新的国际法律机制，在联合国体系中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实践，而

且有着活跃的发展，并且逐渐得到加强。因此，考察国际人权法下国家的义

务，特别是国家在国际机制下的程序性义务就有其特有的意义。

当我们说国际人权法的实施机制时，既可以指国际人权法在一国国内

的实施机制，又可以指其在国际层面上的实施机制。本书要关注的是，国际

法视角下的国际人权法的国际实施机制以及与其有关的国家义务。

实际上，整个国际人权法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实质性义务与程序性

义务不对称性的问题。特别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地位重

要，特征突出，并且有更多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亟需解决。这就是本书选择国

家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下的义务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联合国大会１９４８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与１９６６年通过的《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包括其１９６６年和１９８９年两个任择议定书）、《经
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一起，三位一体，构成了“国际人权宪章”②，是

国际人权法的基础性文件。“国际人权宪章”的内容涵盖了人权法的方方面

面，其三个组成部分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可见，《经济、社会及文化

权利国际公约》的地位非常重要。

但是，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不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是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国际文件，从公约起草之初，关于经济、社

会和文化权利的特点、性质和实施就存在比较激烈的争议，并一直持续到今

天。该公约所规定的实施机制在国家的程序性义务方面主要就是一个定期

报告制度，显得十分薄弱，可以说是“先天不足”。而在实践中，联合国经济

与社会理事会在１９８５年才通过决议建立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
这个以决议而非公约为基础的“准条约机构”起步晚、法律基础相对薄弱，因

此特别需要建立新的更为有力的实施机制。

一位法国学者认为，人权的不可分割性要求进行一种“有利于经济、社

①

② 在《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过程中，曾有过关于“国际人权宪章”的主张，未
被采纳。联合国大会并未通过任何决议将三者统称为“国际人权宪章”，但是这种叫法得到了国际
社会的认可。联合国秘书处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９４年出版的《国际人权文件汇编》就将三个人权文件放在
一起，统称为“国际人权宪章”。

在此，“国际机制”可以定义为在特别的问题领域中为各国所接受的具有约束力的诸多准
则和决策程序的体系。见［美］杰克·唐纳利著，王浦劬等译：《普遍人权的理论与实践》，第２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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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文化权利监督上的再平衡”。① 国际人权联盟在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０日庆祝
其成立１００周年的时候，以其新的宣言特别强调“无需在公民、政治权利与
经济、社会权利之间进行什么选择”，“面对经济的世界化，便是权利的世界

化，是所有权利的世界化。我们应当促进这种权利的世界化，以便使它们真

正成为具有普遍性的权利。”②

但是，这种雄心壮志在实践中却面临许多挑战。挑战来自对经济、社会

和文化权利性质和特征的认识，相关人权的国际机制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协

调等问题。这些需要解决的问题集中反映在公约任择议定书的起草问

题上。

所以，国家在《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下义务的不对称性既有

国际人权法面临的共性问题，又有它自己的很多特殊性。笔者认为，通过对

国家在该公约下义务不对称性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在该公约的实施方

面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方向。而且，在联合国的人权公约体系中，选择实施

机制方面相对来说更为薄弱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进行研究，

将更容易发现影响国际人权法发展的主要因素和问题。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首先是一个国际法文件。因此，本书

对国家在该公约下义务的考察是一种国际法意义上的研究。

本书将运用实证方法概括和分析国家在公约下实质性义务和程序性义

务不对称性的表现，不对称性产生的背景、相关争论和影响因素，联合国框

架下为解决相关问题所做出的努力及其遇到的问题，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在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的趋势，其实施机制在区域和联合国专门机构中得

到加强的新特点。

对于国家在公约下所承担的义务以及有关国际机制的讨论，在更深的

层次上涉及的是有关国际法规则本身的效力根据或者说合法性问题。它涉

及到人权与主权、国际组织与国家的分权等结构性的基本问题。因此，本书

还要考察辅助性原则———这一源于教会法和国内法、为欧洲联盟所采纳，首

先是政治哲学概念、现已发展为法律概念的原则。借助该原则，我们可以对

公约下国家义务不对称性的合理与不合理之处进行解读和分析，并对其未

来发展提供一种参照或者借鉴。

①

② 同上。

〔法〕米海依尔·载尔玛斯马蒂著，罗结珍、郑爱青、赵海峰译：《世界法的三个挑战》，法律出
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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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起来，辅助性原则与联邦原则是非常相似的，都是处理社会层级结

构中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分权原则。其实两者是有区别的，并且这种区别在

国际法上具有重要意义。联邦主义对于国际法学者也许并不陌生。因为，

国际机制与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主权国家之间关系模式的问题是许多国际法

问题的根源。比如，国际法的国际实施经常缺乏成效，就是因为主权平等模

式下的国际社会在相应的规则领域缺少执法权威所致。几年前，当笔者接

触到哈耶克（Ｆ．Ａ．Ｈａｙｅｋ）有关联邦制“是实现国际法理想的唯一途径”① 的
观点时，坚持以主权平等原则为国际法基石的我感觉到一种震撼。人们常

会对国际法软弱无能发出感叹或者深感失望，而学习和研究国际法的人更

是时常感觉到美好的国际法理想和严酷的现实之间存在巨大落差。可是，

联邦制目前还只是国内政治与法律架构的模式，其运用于国际社会又有多

大的可能性呢？相信更多的人持怀疑态度。那么，国际法如何现实地走向

发达的那一天，哪怕只是在较小的区域或者是专门的领域？其正当性与可

行性何在？笔者的思索在遇到辅助性原则以后得到些许释怀，因为它将建

立和强化国际机制的必要性和国家主权的优先地位建立了有机联系，而且，

近些年来辅助性原则又有了新的实践和经验。

本书将要说明辅助性原则的由来、含义与国际实践，并尝试将该原则运

用到国际人权法领域加强国际监督机制的问题上。它既可以为《经济、社会

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的起草提供一种论证、指导和评判标准，

同时也可以从反面提供一种参照，让我们发现目前国家在公约下义务的不

对称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客观合理性。

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国际人权法，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

约》所规定的各项人权及其实施机制都将会有进一步的发展，甚至有可能取

得质的、较之以往为突破性的进展，比如在该公约下建立包括个人申诉机制

在内的新的国际实施机制。辅助性原则的引入可以对这一进程提供说明、

论证、借鉴或者推动。

① 〔英〕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著，王明毅、冯兴元等译：《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２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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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国家在《公约》下义务不对称性的表现

第一节 国家义务不对称性的相关概念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是一项国际法的法律渊源，它意味着

缔约国对国际人权法律保护机制的参与。本章讨论根据公约，国家在国际

法上承担的法律义务。

根据义务的性质，缔约国为实现公约所规定的各项人权所承担的国家

义务可以分为两类：实质性义务和程序性义务。

国家的实质性义务是指国家依据公约承担的、采用适当方式具体实现

公约第１条所承认的民族自决权和公约第二部分所承认的个人所享有的各
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义务。公约第２条第１款做了原则性的规定：
“每一缔约国家承担尽最大能力个别采取步骤或经由国际援助和合作，特别

是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援助和合作，采取步骤，以便用一切适当方法，尤其包

括用立法方法，逐渐达到本公约中所承认的权利的充分实现”，即对国家的

实质性义务的概括。它和规定具体人权的公约第二部分条款一起构成了国

家在公约下实质性义务的渊源。与国家的实质性义务相关的内容主要是公

约在缔约国境内的实施。

国家的程序性义务是指国际社会为了保障和监督公约的实施而对国家

做出的要求。此种义务并不直接实现相关的权利，而是从程序上提供监督

和协助缔约国的手段与步骤。公约第四部分关于缔约国报告制度的内容，

是国家在公约下程序性义务的法律渊源。当然，这里的程序性义务均指根

据该公约国家在国际法上承担的义务，区别于国内法中为实现相关权利而

制定的程序法律和规则。可见，与国家的程序性义务相关的是公约的国际

实施机制及其运作。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没有像《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那样建立专门的实施监督机构，没有关于一国指控另一国的任择性程

序条款，也没有关于个人对国家进行指控的任择性议定书。它主要是规定

了普通的报告制度。

如此分类换一个角度，实际上主要是国家在国内的义务和国家在国际

上的义务的区分，虽然后者要更宽泛一些，超出程序性义务的范围，还包括

直接通过国际援助实现相关权利的内容。有的学者就从国内义务与国际义

务的角度进行讨论。①

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下义务的不对称性正是通过

对丰富、多层次的实质性义务与薄弱、单一的程序性义务的对比得出的结

论。它也是公约实践中力图改变的一种现象，它的现状和改进是本书研究

的焦点。

第二节 国家在《公约》下的实质性义务：

多层次的全面要求

一、以应然性为指针的国家义务

关于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下的义务，公约第２条第

１款有直接明确的规定。它主要涉及公约对缔约国实质性义务的规定。联
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从其第三届会议开始，根据公约的不同条

款的规定编写一般性评论，以帮助缔约国完成实施公约的任务，改进它们提

交报告方面的不足，并建议改进报告程序的方法。这些一般性评论，对国家

义务的履行提供了指导和参考。１９９０年通过的第３号一般性评论的题目
是“缔约国义务的性质”，专门根据公约第２条第１款，具体阐明了该款规定
的“每一缔约国家承担尽最大努力个别采取步骤或经由国际援助和合作，特

别是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援助和合作，采取步骤，以便用一切适当方法，尤其

包括用立法方法，逐渐达到本公约中所承认的权利的充分实现”的含义。②

从公约规定和委员会作为相关领域的权威机构进行的解释来看，公约

①

② ＵＮＤｏｃ．Ｅ／１９９１／２３．

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ｅｅ，ＰｈｉｌｉｐＡｌｓｔｏｎａｎｄＧｅｒａｒｄＱｕｉｎｎ，“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ｃｏｐｅｏｆＳｔａｔｅｓＰａｒｔｉｅｓ”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ｖｅｎａｎｔ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９，１９８７，ｐｐ．１５６—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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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宗旨，对国家义务进行了最大限度的要

求。有别于进行事务性安排的一般国际条约，人权目标的实现可以说是一

种无止境的境界追求。因此，公约没有规定具体的参数和指标，而是提出了

原则性和指导性的要求。这些要求是严格和全面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

以应然性为基础做出的规定。

与作为公约基础和先驱性文件的《世界人权宣言》相比，公约规定的要

求和标准有所提高。比如，《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１２条对健
康权规定和要求的程度要高于《世界人权宣言》第２５条。前者界定的健康
权是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健康标准，后者仅仅是以健康所需的生活程度

为限。①

还有学者在肯定国际人权运动成就的基础上，在更广泛意义上对国际

人权法中存在的问题表示忧虑，这些问题就包括人权法宣示和承诺的东西

比它们所能解决或者带来的东西要多得多。②正如有人指出的，公约是对“有

关权利的雄心勃勃的表达”。③

公约如此规定的原因之一可以追溯到公约起草过程中的一些因素。我

国台湾地区学者王玉叶指出，在公约制定过程中，欧美国家是传统的民主法

治国家，主张规定低标准（ｆｌｏｏｒ），且不愿意干涉人民的经济自由；而大部分
拉丁美洲、近东亚国家却主张广义观点，希望定一个较高目标（ｃｅｉｌｉｎｇ），规定
最大可能范围内的人权，造成舆论压力迫使政府实现人权。由于不少亚非

拉国家相继独立后加入联合国，社会主义集团与第三世界阵营国家拥有多

数票而在一定程度上占了上风。④

第２条在整个公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委员会的一般性评论认为：“第２
条对于充分理解公约来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必须把它看作与公约所有

其他条款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条说明了公约缔约国承担的一般法律义务

的性质。”

这种义务既包括行为义务，又包括结果义务。它规定逐步实现相关权

①

②

③

④ 王玉叶：《美国对联合国人权公约之批准态度》，载宋燕辉、焦兴礼主编：《联合国与欧美国
家论文集》，我国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２２页。

ＢａｒｂａｒａＳｔａｒｋ，“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Ｌａｗ：
Ｔｏｗａｒｄａｎ‘ＥｎｔｉｒｅｌｙＮｅｗ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ｎＨａｓｔｉｎｇｓ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９９２，ｐ．７９．

Ｓｅｅ，ＤａｖｉｄＫｅｎｎｅｄ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ｎ
Ｈａｒｖａｒｄ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ｐｐ．１１６—１１８．

参见，邓衍森：《从国际人权法论健康权之法理基础与实践方式》，载《东吴法律学报》１９９８
年第１１卷第１期，第６４—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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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并承认因资源有限而产生的局限，同时包含了立即生效的义务。以下结

合委员会的一般性评论来考察公约第２条中的几个重要概念，这有助于我
们认识和理解国家在公约下的实质性义务。

１．“采取适当步骤”
该措辞在公约的法文本中是“采取行动”（Ｓ’ｅｎｇａｇｅａａｇｉｒ），在西班牙文

中是“采取措施”（ａａｄｏｐｔａｒｍｅｄｉｄａｓ）。
委员会在评论中认为：“虽然可以逐步争取完全实现有关权利，但是，在

公约对缔约国生效之后合理、较短的时间之内就必须采取步骤，争取这一目

标。此类步骤应当周密、具体，以尽可能明确履行公约义务为目标。”对于采

取步骤的义务，条款中明确为“用一切适当方法”，并强调“尤其包括立法的

方法”。委员会认为，立法往往是特别需要的，可能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是必

不可少的。实际上，各国在公约实施情况的国家报告中经常列举很多立法

成就来说明问题。

“徒法不足以自行”，这在各国都是一样。立法只是“适当方法”中的重

要一环，而如果不结合法律真正有效实施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委员会

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它指出：“每一缔约国必须决定在每项权利的具体方

面什么是自己最适当的方法，但是所选择的方法究竟是否适当并不一定是

十分显然的。因此，缔约国的报告最好不仅应说明自己已经采取的措施，而

且应说明它们在具体情况下被认为最‘适当’的依据。”同时，委员会保留一

项作为条约实施的监督机构才能拥有的重要的判断权：“最后应由委员会确

定，是否已经采用了一切的适当办法。”于是指明定量与定性评判的权利属

于该委员会。但是考虑到委员会的法律地位缺乏公约的有力支持，这种评

判的法律依据并非完美；而且目前来看，这种评判的法律意义和后果也是有

限的。

对于“适当方法”的解释，委员会采用的是扩张解释的方法，以期对实践

进行指导。它强调，可被认为适当的措施还包括为具有可诉性的权利提供

司法补救办法。委员会指出，“包括公约第３、７（甲）（ｉ）、８、１０（３）、１３（２）
（甲）、（３）、（４）和１５（３）条，看来也能由许多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司法和其他
机构加以立即适用。”委员会断言：“认为相关条款自身无法予以施行的任何

看法都是很难成立的。”此外，适用措施还可能是行政、财务、教育和社会措

施。一般认为，人权的实现过程是不可逆的，即只能在已有的基础上取得新

的进步，而不可以发生倒退。因此，委员会在评论中说，希望得到具体的资

料，说明现有的、涉及权利的宪法条款是否有任何减弱或者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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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工作是立足现实的，并力求在意识形态方面不偏不倚。它在

评论中指出，就政治和经济制度而言，公约属于中立性质，不能把它完全说

成是出于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或者出于中央计划或自由市

场经济或两者兼而有之的经济需要，也不能把它归于其他特定的属性。“公

约的权利可在各种经济和政治制度下加以实现，只要所涉及的制度承认和

体现公约序言申明的两组人权之间的相互依存和不可分割的性质。”

２．“逐步实现”
委员会认为本条款反映的主要的结果义务就是采取步骤，换句话说，它

关注的是行为义务，“逐渐达到本公约中所承认的权利的充分实现”。

“逐步实现”的概念意味着，承认“在短时期内一般无法充分实现所有的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考虑到第２条是公约中总论性质的概括，而不是
针对具体的权利，可以认为委员会的这个解释是正确的逻辑分析。在此分

析的基础上，既可有力地排除要求立即实现所有公约权利的误解，又可避免

将其视为不实施公约规定的狡辩理由的做法。换句话说，对于特定的具体

权利而言，可能在短时期内充分实现。如同委员会所言，一方面“逐步实现”

是一种必要的具有灵活性的安排，反映了当今世界的现实和任何国家争取

充分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面临的困难；另一方面，必须结合公约的总

目标，即其存在的理由来理解“逐步实现”。

“逐渐实现”同样有不可逆的含义。根据公约的宗旨，公约“确立了尽可

能迅速和有效地争取目标的义务”，“在这方面的任何后退的措施都需要最

为慎重的考虑，必须有充分的理由，顾及到公约规定权利的完整性，并且充

分利用了所有可能的资源。”

应该强调的是，不能因为公约条款中有“逐步实现”的措辞，就错误得出

结论，认为国家在公约下的义务不是即时义务。实际上，国家承担着立即行

动以实现公约目标的义务，而且，“逐步实现”的义务并不涉及公约的全部条

款，比如其中有关非歧视原则条款规定的义务就是应立即适用的义务。

这方面的误解并不罕见。比如，在日本盐见案件的诉讼中，日本最高法

院认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９条确认了社会保障的权利值
得受到社会政策的保证，同时明确了为实现这种权利必须积极推进社会政

策的政治性责任，但是却没有规定向个人赋予能够立即履行的具体权利。①

但是，这种观点受到了学者的批评。大沼保昭认为，依据非歧视原则来适用

① 日本《诉讼月刊》，第３５卷第９号，第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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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时，就应该理解为立即履行的义务，而且这种观点已经成为主流。①

公约的规定包括具有“即时效力”（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ｅｆｆｅｃｔ）的国家义务，而“采
取步骤”渐进地实现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措施，应当在“公约对有关国家

生效后合理的短暂时间内”立即进行。委员会在第３号一般性评论中指出，
“以自身及其前身十多年来审查缔约国报告所积累的大量经验为基础，（委

员会）认为每个缔约国均有责任承担最低限度的核心义务，确保至少使每种

权利的实现达到一个最基本的水平”。

日本学者指出，国际人权法，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

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欧洲人权公约》、《欧洲社会权利宪章》和

《美洲人权条约》以及其他人权条约的实施监督机构和国际劳工组织在许多

场合明确表明，许多经社文权利包含有排除国家干涉的特征，而其中的非歧

视原则以及一定的程序保障，都是一种能立即强制履行的权利。②

３．核心义务
每个缔约国均有责任承担最低限度的核心义务，确保至少使每种权利

的实现达到一个最基本的水平。

公约第２条第１款用的是“尽最大努力”、“充分实现”的字眼，从立法角
度看符合公约的起草宗旨，它确立了各国努力的目标。但是现实与要求或

者希冀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严峻的现实使我们关注的是可取

得的最大实效而不是完美无缺的标准和目标。因此，即使有雄心勃勃的完

美要求，委员会也还是要强调每个缔约国均有责任承担的最低限度的核心

义务。

根据第３号一般评论的解释，如果一个缔约国要将未履行最低核心义
务归因于缺乏资源，它就必须表明自己已经尽了一切努力，利用可得的一切

资源，作为优先事项履行了最起码的义务。将国家义务在至高和最低两个

极限点上进行阐述和解释，这是一种周详而又用心良苦的法律解释艺术。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特别报告员卡塔琳娜·托马斯瑟夫斯基

（ＫａｔａｒｉｎａＴｏｍａｓｅｖｓｋｉ）认为，最低标准应该在世界范围内通行，它们是已被

①

② 〔日〕大沼保昭著，王志安译：《人权、国家与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版，第
２０８—２０９页。ＳｅｅＥ／１９９１／２３，ＡｎｎｅｘＩＩＩ，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ｍｍｅｎｔＮｏ．３，ｐａｒａ．１，ｐ．８３．Ｍ．Ｃｒａｖｅｎ，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ｖｅｎａｎｔ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Ｏｘｆｏｒｄ，１９９５，ｐｐ．
２８—２９，１１０—１１３．

〔日〕大沼保昭著，王志安译：《人权、国家与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版，第
２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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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并反映在各相关人权公约中的规则。它们不一定是最理想的规则，因

为最理想的规则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是不同的。①核心义务对应的是有关个

人权利的核心内容。教育权的核心内容被卡塔琳娜以及相应的国际文件②

归结为四点，构成一种典型的分析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４－Ａ”模式
（４ＡｓＳｃｈｅｍｅ）：政府有义务使教育可提供（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可获取（Ａｃｃｅｓｓ）、可
接受（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和可调适（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③作为对核心权利分析方法的
举例④，这里对教育权中“４－Ａ”模式的含义进行说明：
（１）可提供性：教育权作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要求政府保证可以
向所有的学龄儿童提供义务教育。它要求应在缔约国的管辖范围内设置足

够能够运作的教育机构和方案。这些教育机构和方案需要作何种配备才能

运作取决于许多因素，比如，所有机构和方案可能需要建筑物或者其他设

施，男女卫生设备，教学材料等。

（２）可获取性：在缔约国管辖范围内，人人都应该能够利用教育机构和
方案，不受任何歧视。它包括三个互相重叠的因素：不歧视、实际可获取性

和经济上的可获取性。根据《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１３条第２
款的规定，初等教育应“一律免费”，缔约国对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要逐渐做

到免费。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可以包括学费和其他根据承受力标准确定

的费用。

（３）可接受性：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包括课程和教育方法，必须能够为
学生所接受，需要考虑文化和宗教方面的可接受性因素。而且，在适当的情

况下，要考虑学生家长的可接受性。

（４）可调适性：教育必须灵活，能够针对变动中的社会和社区的需要而
进行调适，使其符合各种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学生的需求，需要遵守《儿童

权利公约》中所规定的儿童最大利益的原则。

①
②

③

④ 核心权利的分析模式和方法是有代表性的，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有比较广泛的
运用，另可参见委员会关于充足的食物权的第１２号一般性评论第７至１３段，关于可获得的最高标
准的健康权的第１４号一般评论第１２段。

Ｓｅ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ａｐｐｏｒｔｅｕｒｏ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ＫａｔａｒｉｎａＴｏｍａｓｅｖｓｋｉ，ＵＮＤｏｃ．Ｅ／ＣＮ．４／２００１／５２，ｐａｒａｓ．６４—７７，ａｎｄＥ／ＣＮ．４／２００２／６０，
ｐａｒａｓ．２２—４５．

除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外，与教育权相关的关键性国际人权文件包括：

１９４８年《世界人权宣言》、１９６０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消除教育领域中的歧视公约》和１９８９年《儿童
权利公约》。

ＫａｔａｒｉｎａＴｏｍａｓｅｖｓｋｉ，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Ｄｅｎｉｅｄ：ＣｏｓｔｓａｎｄＲｅｍｉｄｉｅｓ，ＺｅｄＢｏｏｋｓＬｔｄ，２００３，ｐ．５１．

１４
论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下义务的不对称性



可以看出，核心义务虽然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却不一定是唾手可得的要

求。违背最低的核心义务就是对国家在公约下义务的违反；最低核心义务

的遵守不因一国可获得资源的限制或者其他因素和困难的存在而受到

影响。①

４．权利实现与可获得的资源
公约承认当今世界的现实和任何国家争取充分实现相关权利面临的困

难，其中可获取的资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实

现的确需要积极的财政投入，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履行公约义务的过程中

更为突出。

以教育权中的义务教育在中国的普及为例：根据新华社记者２００３年４
月从湖北发出的报道，由于政府投入不足，湖北省２９个贫困县在实施农村
义务教育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农民的负担减轻了，另一方面是学校的教育经

费日渐紧张，因此导致乡村教师大量流失。仅蕲春县就流失教师８００多名，
有些村小学只剩下一个“留守”教师。另有新华社的记者在河北省发出报

道，在该省承德、张家口的一些贫困地区，由于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入不足，

很多中小学校也出现了较大的经费缺口，导致大量优秀教师流失，难以维持

正常的教学秩序。２００２年５月，国务院在《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
制的通知》中规定，农村义务教育要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

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新管理体制，县级人民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负有

主要责任。在当前形势下，鉴于一些贫困地区的县级财政保障能力普遍较

低，只能勉强“保工资、保运转、保危改”而不能“保发展”，从而使义务教育的

实现在这些地区遇到了挑战。②

根据一般性评论的解释，甚至在明显缺乏可获得的资源的情况下，缔约

国仍有义务，努力保证在这种条件下对有关权利的尽可能广泛的享有。另

外，监督已实现、特别是未实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程序义务以及制

定实现权利的战略和方案的义务决不能因为资源局限而有任何减损。可

见，在委员会看来，实现权利的意愿（体现于战略和方案当中）与程序监督和

保障对公约实施有着根本性的重要意义，这些都不能因资源有限而受到限

①

② 潘洪其：《农村义务教育需要大输血》，载《北京青年报》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６日。

见《关于侵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马斯特赫里特指引》第９段。该指引于１９９７年１月
在荷兰的马斯特赫里特通过，由三十多位来自各国的专家参加了相关的会议，这是近年来有关《经
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有代表性的学理解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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